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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崔杼弒君》试析《左传》小说话特征

[摘 要]  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这说明其文学价值之高，文学成就之大，足以为后世法。《左传》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它的叙事写人及战争描写等方面。《左传》作者已经从《春秋》那种极其简括的标题新闻式的文体中脱胎出来，将叙事和写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长篇的叙事文学作品，具有“小说话”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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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先生说：《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这说明其文学价值之高，文学成就之大，足以为后世法。

《左传》的文章，为历代古文家所称道。尤其是它的叙事，被捧为叙事文字之轨范。杜预《春秋序》称美《左传》叙事之美，谓：“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其实，叙事和写人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左传》作者已经从《春秋》那种极其简括的标题新闻式的文体中脱胎出来，将叙事和写人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部长篇的叙事文学作品。而人物和情节，是小说“三要素”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因此，《左转》的描写，具有明显的“小说话”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谓古代小说之萌芽。下面，我试以《崔杼弒君》为例，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总结《左传》叙事写人的“小说话”特征：

一、从两人增加到九人，《崔杼弒君》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小说，是以刻画人物为中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和具体的环境描写来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文学体裁。因此，人物、故事情节和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被成为小说中必不可少的“三要素”。而在此“三要素”中，“人物”又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情节还是环境，都是为了刻画人物形象和性格。而《左传》小说化的重要体现，恰恰在于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当然，纪传体历史著作不可能离开历史人物的描写，但大多数历史著作，都是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左传》由于编年史的限制，他描写的各种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但令人惊奇的是，《左传》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而且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虽然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刻意塑造人物形象，却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初步具有了小说中人物的特点。

如《崔杼弒君》中的崔杼是齐国的大臣，一方面，他权倾朝野，有着极大权力，握有生杀大权，但是从宗法制度上说，他始终处于臣服的位置。这样，他只能以臣民的方式去行事。文章始终把他放在臣民的位置来对待和叙述。例如：他夺人寡妻，又受人羞辱。然而，他杀了庄公之后，又不能不被历史记载一笔；一方面，庄公羞辱他，史书不好直言，而一旦他杀了庄公，却不能不背上忤逆的罪名。他忍辱含羞，渐生弑心；“不朝”引诱，暗中布设；时机一到，心狠手毒。虽弑君有理，但在当时行之不义（弑君被视为犯上作难），所以，他唯恐真相败露，亮了家丑，担了罪名。当太史记下真相，二兄弟再记时，他连杀三人。直到太史三弟不惧以死仍然直书时，他才意识到正义是压不住的，只好作罢。 这说明他弑君理直而心虚，同样不得人心。即使用现在的平等意识，平民心态去看，通奸与妻，蒙受大辱，也不至于非置人于死地而罢休。崔杼之所以弑君，之所以接二连三杀死无辜太史，是其权重气盛，不可一世（庄公是他立的，君主他也不放在眼里），不可侵犯，不可抗拒的地位与霸性决定的。而对晏子的“不死”，“不行”，“不归”，既“舍之”，又用之，表现出崔杼个性的另一面：知人善用，深谋远虑，他留用晏子，是因为晏子“民之望也”，可以其“得民”，稳固自己的地位。可见，崔杼的形象是复杂而丰富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都能从《左传》中得到不同的结论。，
而庄公，他好色，无道，公开地屡屡地到大臣家里与其妻私通，且任意羞辱其夫（身边的重臣），暴露其昏庸，不知轻重的恣肆妄为。他的被杀，有权力之争的背景，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咎由自取。晏子“若为已死而为已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的叹问，侧面印证了这一点。作者并没有因为庄公是“君”，是被害者而一味为他说话，而是用传神的笔墨，也写出了他性格中的弱点。

在《崔杼弒君》，晏子是一个正直的大臣形象。“枕尸股而哭”“三踊而出”，可见他对庄公之死哀之痛之，但并不敬之颂之，护之效之，因为庄公不是“为社稷死”，而是“为已死”。他信守为国家谋利，为百姓造福，而不唯国君，所以他成为“民之望”。他对崔杼弑君是不满的，但又“乃歃”为其所用，更多考虑的是以社稷的大局为重。这些都表明晏子是一位视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贤臣。当然，晏子在崔杼弑君之后的言行，也不无免从虎穴的机变，这是晏子一贯的智慧。晏子身上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是多的。
其实，在《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件事（每个人物）来表现性格的。这些形象的出现虽一纵即逝、一闪而过，�然而却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很像小说描绘人物中的“白描”的手法。如《崔杼弒君》中的四个史官，崔杼随即立景公为帝，自立为相，操揽大权。不料史官如实记下“崔杼弑其君”这一大逆不道的史实，崔杼大怒，杀之。史官的两个弟弟继续记，接连被杀。史官的三弟再记，慑于正义与英勇，崔杼只好作罢。三条生命，四个人前赴后继（还有一位“南史氏”“执简以往”），才保住了这段历史的真实。史官唯真求实，秉笔直书的形象，已经成为中国“良史”的典范好恪尽职守（把历史真实看得超过了生命），宁死不屈的民族脊梁的代表。
二、从寥寥数字到洋洋千字，《崔杼弒君》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

情节，是小说中的另一要素。小说主要是通过故事情节来展现人物性格、表现中心的。因此，《左传》小说化的体现，还在于是增加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却并不拘泥于历史，相反，他有时反而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历史事件叙述得像一部情节曲折的戏剧。而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又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这一点，《左传》可谓历史传记叙事写人之开端。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而这些特点，在《崔杼弒君》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比如，关于《崔杼弒君》，《春秋》上只记“夏五月乙亥，齐崔杼弒其君光”一句，前后共十二字。而在《左传》中，随着情节的展开，整个故事记叙得极为生动：作者先由孟公绰之口指出崔杼“将有大志”，为崔杼作乱埋下了伏笔；接下来，崔杼娶棠姜为妻，齐庄公又私通棠姜，作品又以“崔子之冠赐人”等一系列情节的展开，借以深化崔杼与庄庄公间的矛盾，揭示崔、庄矛盾冲突爆发的必然性。这其间，又插入齐庄公鞭贾举一事。这一情节看似闲笔，似乎纯属偶然，其实却说明了齐庄公的暴戾无道，多处树敌，加速了走向灭亡过程。于是情节发展进入高潮：崔杼称病不朝，引诱庄公入崔府探视，贾举勾结崔杼伏兵包围齐庄公，最后杀了庄公。《崔杼弒君》这一事件，整个过程史事的安排有序不乱，情节复杂，最后结局尤其写得扣人心弦。宛然一篇小说。

那么，《左传》增加的那些情节，是从哪里来的呢？我认为，《左传》作者在严格记录历史事件的同时，又大量采撷民间口头的传说和传闻，以丰富历史的内容，并且对历史事件的描述进行文学的加工。各国的历史、各氏族的历史，�用文字记录下来的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内容则是保存在代代相传的口头传诵中。《左传》作者有可能在同各国官员或贵族的交往中得到这些材料，也可能从故老的闲谈旧事中了解到这些材料。比如《崔杼弒君》，自《春秋》收“崔杼弑其君”后，《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记了这件事，《谷梁》重在解释《春秋》为何书“崔杼弒其君”，《公羊》则详细记了事情的经过。但是详则详矣，情节却有许多不尽合理的地方。而《左传》则集《公羊》、《谷梁》长处于一身，又加上民间的传闻和口头获得的材料，成为记载最具体，处理最精当的作品。文章开篇“美之”二字就像是小说要素中的“起因”，崔杼因“美之”娶棠姜，庄公因“美之”私通棠姜，还有崔杼弑君，许多党羽遭殃，史官三兄弟遇害，都是棠姜“美之”惹的祸。虽然“美之”之是一个诱因，但却是名副其实的“起因”。而庄公私通的经过，崔杼受辱而起弑君之心的描写，语言及其简练，却清晰明了，可谓小说中的“发展”。弑君的过程，把重点放在写庄公的“三请”之上，既描写出昏君无奈的悲哀，又刻画出崔杼的执意狠毒 ，“其言简而要”，却让小说自然而然地达到了“高潮”。最后，作者又用大量笔墨书写了面对晏子的“不死”、“不行”、“不归”，崔杼“舍之”，用之，既刻画了晏子形象，又从侧面显出崔杼的心机，同时也反衬出庄公无道。作者在小说的“结局”处提供了许多详实材料，又给读者留下了更多思考、权衡、评品是非的空间，可谓“事详而博”。可见，作者运用了大量其他传记上及自己听到看到的情节，不仅没有“道听途说”之感，反而让文章成为一篇小说话极浓，又给人留下深刻思考的史实故事。

当然，如果以现在的历史著作标准来看，《左传》里这些掺杂于史实记录之外的“虚妄”传闻，显然够不上严格意义的历史著作。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样的记录形象地表现了春秋时代的人及他们的思想，�这恰恰反映了《左传》作者对历史记录所作的文学加工，完全可以使《左传》成为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
三、《崔杼弒君》众多的精彩的细节描写，体现了《左传》浓重的文学色彩。

《左传》小说化的另一体现，是众多的精彩的细节描写。

所谓细节，就是指文学作品中细腻地描绘人物性格、事件发展、社会环境和自然景物的最小组成单位，它是构成艺术整体的基本要素。细节描写在小说创作中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成功的作品，任何重大的主题，任何生动的情节，都必须依靠一定的细节描写体现出来。真实的细节描写是丰富情节、增强艺术感染力，使人物性格生动、突出的手段之一。一个画龙点晴的细节如果用得恰到好处，就能使人物性格增添异彩，富有生气，就更加鲜明、具体、生动。在《左传》中，细节描写恰恰起到了这些作用。众多的细节描写加重了叙事的文学色彩，让作品“小说话”的特征更加明显。这一点在《崔杼弒君》中也有明显的体现。
首先，《崔杼弒君》中的细节描写，已注意到不单写形，而且致力于传神。这对于写人来说，往往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如“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弒之”，“逾墙”、“射之中股”、“反队遂弒之”，这是三个细微的动作，作者就是用如此细腻的细节，活画出齐庄公被杀之前的狼狈相。细节是人物形象的“血肉”，大量而精彩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连性情心术，声音笑貌，千载如生”（冯李骅《左绣．读左卮言》）大量的细节描写，使史书的叙事更富于生活化的意味，更带上感情色彩，也更加小说化。细节的掌握，说明作者已经把角深入到那些为一般史家所不屑的或未加注意的事件之中，通过深入的观察分析，挖掘深层的历史内蕴，把握历史人物的性格特征与精神本质。这样的属辞比事方式，开创了中国古典小说以故事情节见长的传统风格，成为历史小说的先河。

其次，从文学上来看，《崔杼弒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与历史任务时，不完全从史学价值参考，而是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如“齐崔杼弑其君”（见于《襄公二十五年》）：  齐棠公之妻，东郭偃之姊也。东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见棠姜而 美之，使偃取之。……庄公通焉，骤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赐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为崔子，其无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间伐晋也，曰：“晋必将报。”欲弑公 以说于晋，而不获间。公鞭侍人贾举而又近之，乃为崔子间公。夏五月，莒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齐。甲戍，飨诸北郭。崔子称疾，不视事。乙亥，公问崔子，遂从姜氏。姜入于室，与崔子自侧户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贾举止众从者而入，闭门。甲兴。公登台而请，弗许；请盟，弗许；请自刃于庙，弗许。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听命。近于公宫，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逾墙。又射之，中股，反队。遂弑之。…… 其中，齐庄公拿着崔杼的帽子赐给别人，拍着柱子唱歌等动作、细节，把这个昏君自以为当了国君便可以胡作非为的无知愚顽、死到临头还不自知的浅陋可笑描写得淋漓尽致。需要指出的是： 一般说来，史籍记载中，愈是细致生动的情节，其可信程度愈低。因为这一类细节，作为历史材料的价值不大，在发生的当时或稍后，也不大可能被如实地记载下来。尤其所谓“床笫之私”、“密室之谋”，更不可能是实录。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左传》作者所依据的材料，虽主要出于史官记录，但也有不少原来就是社会上以各种方式流传着的历史故事，其中已经包含了若干虚拟的成分；在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作者又根据自己对历史的悬想、揣摩，添加了不少内容。当然，这种虚拟和揣摩，不同于小说、戏剧的虚构，它是完全依附于历史的，是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并表现作者的历史观念。但不能够说，这里就没有追求一种“故事趣味”以满足作者自身和读者的搜奇心理的潜在意识。
由以上分析观之，《左氏春秋传》的文学成就，确有其时代地位。非但使得《春秋经》的义理思想得以阐释，更影响了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尤以小说的影响为深。无怪乎无数的文学大家，莫不以《左传》为引领，在浩翰的文海中挥洒自己的笔墨和纯熟的思想。而《左传》叙事写人的笔法技巧，更能看出《左传》作者的笔力和带给读者心理的满足感。除了成就文学的发展和成熟，也带给文人许多的灵感和启发。由于《左传》生动的叙述和描写，可以找到令人振奋和赞叹的文学因子，所以自古以来阅之、爱之者无数。而其运用的小说化表达手法，更将永世为习文爱史者的典范。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内容仅供参考，如需原创论文和发表职称论文请联系QQ17304545 微信：17304545  微信：LUNWEN668

